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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流域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及时空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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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格网尺度，在定量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水土流失敏感性、生物多样性敏感性的基础上，对汾河流域综合生态敏

感性进行评价，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圈层分析方法，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重度、极度敏感

区面积减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异与流域地形分布具有一致性；生态敏感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在
空间上呈连片连带式分布，具有明显的聚集性特征，随着高高、低低聚集网格数量的减少，生态敏感性空间结构逐渐趋于离散

化；结合圈层分布，可将西南象限 ９—１３ 圈层的吕梁山区与东南象限 ９—１３ 圈层的太岳山区识别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区

域，此类区域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体现了地形因素对流域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区生态敏感性变化是生态本底与

人类胁迫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生态敏感性；格网尺度；时空演变；空间分析；汾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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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类对生产、生活空间的需求不断增长，高强度的土地开发与

快速转变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生态空间不断被挤压［１］，生态过程被过度干扰，出现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生
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推进重大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建设，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因此，开展生态敏感性变化研究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

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生态敏感性评价，可以发现当前自然环境下潜在的生态问题，并将各类问题

与具体空间区域相匹配。 生态敏感性不仅是全球地理学、生态学以及环境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议题，更是当

下生态环境恢复建设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２］。 进行生态敏感性研究，能客观地揭示生态系统对外

界干扰的敏感程度，把握区域生态敏感性的空间分异规律，识别流域重点治理区域，对制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措施具有重要的科学参考价值。
目前国外对生态敏感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生态过程的敏感性探究、区域内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

感性影响以及自然保护区划定等方面。 特定生态过程的敏感性探究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对作物生态性能的敏

感性影响［３］以及碳、水循环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影响［４］ 等。 生态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影响具体包括

水文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５］、湖泊和湿地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性［６］ 以及森林管理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

度［７］等。 在自然保护区划定方面，环境敏感区的划分可为区域开发与保护［８］ 等提供指导。 当前国内学者主

要采用多指标构建综合生态敏感性［９］，对区域景观敏感性与环境演变过程中的生态敏感性进行探讨，包括湿

地［１０］、林带［１１］、水域［１２］以及环境演变过程中的土壤侵蚀［９］、沙漠化［１３］、水土流失［１４］ 等方面。 从单因子敏感

性分析与综合生态敏感性分析的角度出发［９］，为自然功能区划分、城市选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方面［１５］ 提

供依据。 总体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仍是对敏感性空间特征进行解释性描述，在敏感性空间关联性方面定量

化表征较少。
汾河流域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地形支离破碎，水土流失严重，自然本底较差［１６］。 多年来为追求经济社会

发展，流域内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遭受破坏。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汾河作为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对其进行生态研究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

践提供应用参考。 目前，国内学者对汾河流域生境问题的研究多是从土地利用变化方式着手，采用 ＰＳＲ 模

型、物元模型、ＥＳＶ 模型等方法［１７⁃１８］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１８］、生态安全格局构建［１９］、生境质量［２０］ 以及生态补

偿［２１］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对流域生态问题的人文因素作用体现不足。 流域生态敏感性评价主要是明确自然和人

文因素可能造成的生态问题及危害程度，通过对敏感性区域进行划分来识别重点治理区域，以促进流域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本文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区，围绕“典型流域生态敏感性评价及重点功能区识别”这一科学问题，
选取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指数、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和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指数构建综合生态敏感性模型，结合

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圈层分析方法，基于格网尺度表征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生态敏感性时空分异特征并揭示其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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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因，为研究区以及其他相似区域生态修复治理和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图 １　 研究区概况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汾河流域位于山西省中部和西南部，地势北高南

低，是黄土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介于 １１０°３０′—１１３°
３２′ Ｅ，３５°２０′—３９°００′ Ｎ（图 １）。 参照《汾河流域生态

景观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流域范围涉及忻州、吕梁、
太原、晋中、阳泉、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９ 个市 ５１ 个县

（市、区），总面积 ３．９７×１０４ ｋｍ２。 流域内地形起伏大，山
地、丘陵占流域总面积的 ７４％，以林、草地为主的景观

类型占流域总面积的 ５０． ７１％。 多年平均降水量 ５００
ｍｍ 左右，年降水量变化梯度大，高值区分布于流域两

侧高山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盆地平川区。 研究区现

有森林面积约 １×１０４ｋｍ２，除几大林区和自然保护区植

被略好，覆盖率达 ７０％外，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率低于

４０％。 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较大，目前仍有 １．６４×１０４ｋｍ２

的水土流失面积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格网尺度，从自然与人为干扰因素出发，
选取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指数、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
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指数构建综合生态敏感性指数，采用

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圈层分析的方法综合评价汾河流域

生态敏感性状况（图 ２）。

图 ２　 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ｏｕｔｅ

ＤＥＭ： 教学高程模型； ＮＤＶＩ： 归一化植被指数

１．２．１　 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指数

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指数可以反映不同景观类型对外界干扰的反应程度，不同的景观类型在维持区域生

态稳定、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存在着差异［２２］。 因此，本文从流域生态系统的景观结构出发揭示

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其表达式为：

ＥＲＩ ＝ ∑
Ｎ

ｉ ＝ １

Ｓｋｉ

Ｓｋ
Ｅ ｉ·Ｆ 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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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ｉ ＝ ａ·ＦＮｉ ＋ ｂ·ＦＤｉ ＋ ｃ·ＤＯｉ （２）
式中，ＥＲＩ 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Ｎ 为景观类型数量；Ｓｋｉ为第 ｉ 类景观类型的面积；Ｓｋ为第 ｋ 个风险小区总面

积；Ｅ ｉ为景观扰动指数；Ｆ ｉ为景观脆弱指数；ＦＮｉ为景观破碎化指数；ＦＤｉ为景观分维数倒数；ＤＯｉ为景观优势度

指数；ａ、ｂ、ｃ 分别为 ＦＮｉ、ＦＤｉ和 ＤＯｉ的权重，且 ａ ＋ ｂ ＋ ｃ ＝ １，三类指数分别赋值为 ０．５，０．３，０．２［２３］；将其他土地

赋值为 ７，林草地为 ５，耕地为 ３，建设用地和水域为 １，经归一化得到景观脆弱性指数［２４］。
１．２．２　 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

本文采用通用土壤侵蚀方程（ＵＳＬＥ） ［２５⁃２６］表征水土流失敏感性，其表达式为：
Ａ ＝ Ｒ × Ｋ × ＬＳ × Ｃ × Ｐ （３）

式中，Ａ 为土壤侵蚀量；Ｒ 为降水侵蚀力因子；Ｋ 为土壤可侵蚀性因子；ＬＳ 为地形起伏度；Ｃ 为植被覆盖因子；Ｐ
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１．２．３　 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指数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ｉｎｉｍ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ＭＣＲ）是某个物种从“源”到达目的地运动过程中

所需克服阻力而耗费最小代价的模型［２７］，本文采用生物空间流动阻力值表征生物多样性敏感性。 源地是指

那些具有良好生态稳定性、空间扩展性、连续性的区域。 参考有关文献［２８⁃２９］ 并结合汾河流域实际情况，选用

面积大于 ５０ ｋｍ２的林地和面积大于 ５ ｋｍ２的水体作为生态“源”。 选取土地利用类型与植被覆盖度作为阻力

因子，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差异显著，植被覆盖是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反映，土地利用类型和植被覆盖度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将两者的权重各设置为 ０．５。 根据“阻力面=土地利用类型×０．５＋植
被覆盖度×０．５”，生成生物多样性阻力面。 最小累计阻力模型表达公式为：

ＭＣＲ ＝ ｆ × 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Ｄｉｊ × Ｒ ｉ） （４）

式中，ｆ 表示 ＭＣＲ 与变量（Ｄｉｊ×Ｒ 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Ｄｉｊ为物种从源 ｊ 扩散到景观 ｉ 的距离；Ｒ ｉ为景观单元 ｉ 对
物种向某个方向运动的阻力系数。
１．２．４　 综合生态敏感性指数

本文通过计算其他点到敏感性最高点之间的距离来构建综合生态敏感性指数（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ＣＥＳＩ），指数越小，则表示生态敏感性越高。 其中生态敏感性最高点是用景观生态风险敏感

性指数、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和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指数各自归一化后的最大值来表示［３０⁃３１］。 ＣＥＳＩ 的计算公

式如下：

ＣＥＳＩ ＝ （ＥＲＩ － ＥＲＩｍａｘ） ２ ＋ （Ａ － Ａｍａｘ） ２ ＋ （ＭＣＲ － ＭＣＲｍａｘ） ２ （５）
式中，ＥＲＩ 代表某一像元的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指数；Ａ 代表某一像元的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ＭＣＲ 代表某一

像元的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指数。
１．２．５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衡量空间数据相互依赖性的重要形式，本文选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和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两个指标，在 ＧｅｏＤａ 软件平台的支持下，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综合生态敏感性指数的空间差异

及集聚特征进行分析，计算公式如下［３２］：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Ｉ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ｘｉ － 􀭰ｘ）（ｘ ｊ － 􀭰ｘ）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６）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Ｉ ＝
（ｘｉ － 􀭰ｘ）

Ｓ２ ∑
ｊ
ｗ ｉｊ（ｘ ｊ － 􀭰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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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Ｉ 代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ｘｉ、ｘ ｊ代表的是第 ｉ 个、第 ｊ 个格网的综合生态敏感性指数均值；`ｘ 指的是全部格网

的敏感性均值；ｗ ｉｊ指的是生态敏感性空间邻接的权重大小；Ｓ 代表空间权重矩阵之和。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计算结

果采用 Ｚ 检验，当 ｜Ｚ ｜ >２．５８，说明通过 Ｐ <０．０１ 显著性检验。
１．２．６　 圈层分析

圈层分析是以区域几何为中心，依次向外做缓冲区并划定方向，按照不同圈层与方向对研究区进行分析

的一种方法［３１］。 本文以汾河流域几何中心为圆心，以 １５ ｋｍ 为半径依次向外构建圆形缓冲区，在最终生成的

１５ 个圆形层上划定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方向。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４ 软件分别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每个圆环内各类生态敏感区面积进行统计。
１．３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包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 ＤＥＭ、地形起伏度、土地利用、ＮＤＶＩ、降水量、土壤侵

蚀以及汾河流域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ＧＤＥＭＶ２，分
辨率为 ３０ ｍ×３０ ｍ；地形起伏度数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４ 软件平台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工具从 ＤＥＭ 数据中获得；土地

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３３］，分辨率为 ３０ ｍ×３０ ｍ；ＮＤＶＩ 数
据基于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下载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ＯＩＬ 影像计算而得，分辨率为 ３０ ｍ×３０
ｍ；降水数据基于全国温室数据系统（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ｓｈｅｓｈｉｙｕａｎｙｉ．ｃｏｍ）中山西省 １８ 个气象站点资料，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４ 空间插值后提取所得；土壤侵蚀数据来源于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ｅｎｓｅｄ．ａｃ．ｃｎ）
世界土壤数据库（ＨＷＳＤ）提取的中国土壤数据集；汾河流域底图涉及县界线的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基础地理信息中心（ｈｔｔｐ： ／ ／ ｎｇｃｃ．ｓｂｓｍ．ｇｏｖ．ｃｎ ／ ）１：４００ 万数据，审图号为 ＧＳ（２０１６）２５５６ 号，底图无修

改。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２４］并结合研究区基本特征，本文选择 ３．５ ｋｍ×３．５ ｋｍ 的格网作为基本评价单元。

２　 结果分析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２．１　 单指标生态敏感性时空分布

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时空变化表明（图 ３），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较高的区域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

中且与流域地形分布具有一致性，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汾河水库周围、中游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区、下游吕梁

山区与太岳山区，此类区域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 ７４％，景观基质以林草地为主，景
观类型单一，生物量少，生态环境较为敏感。 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较低的区域集中分布在中游的太原盆

地以及下游的临汾盆地，此类区域地势较低，随着土地开发利用程度的提高，土地利用结构逐步优化，景观系

统多样性丰富且分布均匀［２４］，因此流域内地势低的区域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相对较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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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芦芽山景观生态敏感性逐渐降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源头芦芽山、中游太原盆地南部太岳山区景观生

态敏感性逐渐变高，中游太原盆地西侧吕梁山区景观生态敏感性逐渐降低。 总体而言，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

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阶段差异显著，在空间分布上与流域地势相契合，地势高的区域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值

也较高。
研究区水土流失敏感性时空变化表明（图 ４），水土流失敏感性空间分布总体上与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相

类似，水土流失敏感性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芦芽山、云中山，中游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区、西侧吕

梁山区、南部太岳山区以及下游临汾盆地东西两侧的太岳山区和吕梁山区。 流域上游与中下游的东西两侧地

形以山地高原为主，平均高程 １５００ ｍ 左右，地势起伏大，沟壑纵横，降水较多，其中源头区芦芽山、云中山年降

水量为 ７００ ｍｍ，南部河口年降水量为 ６００ ｍｍ，均为流域降水高值区。 上述区域也是流域水系的发源地，因此

在长期的降水径流侵蚀作用下，水土流失也最为严重。 流域水土流失敏感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游的太

原盆地以及下游的临汾盆地，该区地势较低，平均高程 ５００ ｍ 左右，植被覆盖较高且降水较少，其中太原盆地

年降水量在 ４００ ｍｍ 以下，临汾盆地年降水量在 ５００ ｍｍ 以下，受流水侵蚀作用小，因此水土流失敏感性也较

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上游源头芦芽山区、中游太原盆地南部太岳山区以及下游临汾盆地东西两侧太岳山区、吕
梁山区水土流失敏感性逐渐变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流域上游以及下游临汾盆地西侧吕梁山区水土流失敏感

性持续升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流域上游芦芽山、云中山、汾河水库周围区域，中游太原盆地南部太岳山区以及

下游吕梁山区、太岳山区水土流失敏感性逐渐降低，表明研究区水土流失问题逐渐得到改善。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水土流失敏感性

Ｆｉｇ．４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研究区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时空变化表明（图 ５），生物多样性敏感性呈现出半环状分布格局。 生物多样性

敏感性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中游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区以及下游临汾盆地，上游生物多样性敏感性相

对较低，此结论与《汾河流域生态景观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水生物调查结果相吻合。 流域上游水量充沛，
植被覆盖度较高［３４］，为动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流域中下游河谷盆地是人口聚居区，经济发达，
城镇建设用地和居民点广布，区域水资源匮乏，水生态环境差，动植物资源少，生物多样性敏感性较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流域中游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区生物多样性敏感性逐渐降低，下游河谷盆地生物多样性敏感

性逐渐变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流域中游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区与下游河谷盆地生物多样性敏感性不断升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中游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区生物多样性敏感性再次降低，出现明显好转，而下游区域受人类活

动影响，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 总体而言，研究区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时序变化明显，下游问题较为突出。
２．２　 综合生态敏感性时空变化

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综合生态敏感性采用自然断裂法［３０］（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分为不敏感

区、轻度敏感区、中度敏感区、重度敏感区和极度敏感区 ５ 个等级（图 ６），分别对不同等级所占面积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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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生物多样性敏感性

Ｆｉｇ．５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表 １），结果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生态敏感性分区中不敏感区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保持在 １．５６％左右，
主要集中在流域的边缘地区，属于常年不敏感区。 轻度敏感区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 ２９．４５％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９．１９％，极度敏感和重度敏感区面积呈减少趋势，共减少 １７８８．９ ｋｍ２，生态环境整体上呈良好发展

态势。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综合生态敏感性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从空间分布来看，２０００ 年流域上游源头区为重度敏感区、汾河水库及其周边区域为轻度敏感区，流域中

游太原盆地为轻度敏感区、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区为极度敏感区、太原盆地南部太岳山区为重度敏感区，流域

下游临汾盆地为轻度敏感区、盆地东西两侧的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均为重度敏感区。 ２００５ 年流域上游汾河水

库及其周边区域变为中度敏感区，中游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区由极度敏感区变为重度敏感区、太原盆地南部

太岳山区变为极度敏感区，下游临汾盆地东侧太岳山区变为极度敏感区。 ２０１０ 年流域源头区变为极度敏感

区，中游太原盆地太行山北段变为极度敏感区、太原盆地南部太岳山区由极度敏感区变为重度敏感区，下游临

汾盆地东侧太岳山北段由极度敏感区变为重度敏感区、西侧吕梁山区变为极度敏感区。 ２０１８ 年流域上游源

头区由极度敏感区变为重度敏感区，中游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北段由极度敏感区变为中度敏感区，下游临汾

盆地西侧吕梁山区由极度敏感区变为重度敏感区。 总体而言，研究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综合生态敏感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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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源头的芦芽山和云中山区，中、下游太岳山区以及临汾盆地西侧吕梁山区，生态

敏感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游的汾河水库及其周边地区，中游的太原盆地和下游的临汾盆地地区。 随着

时间变化，综合生态敏感性较高的区域大部分由极度敏感区变为重度、中度敏感区，生态敏感性较低的区域仍

保持以轻度、中度敏感为主。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综合生态敏感性分区面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ｚｏ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分区
Ｚｏｎｅ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

不敏感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５８６．３２ １．５６ ５８６．３５ １．５６ ５８６．３３ １．５６ ５８６．３５ １．５６

轻度敏感 Ｍｉｌｄ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１１０４１．６７ ２９．４５ ９５０２．５８ ２５．３５ ７９３３．４０ ２１．１６ １０９４４．２４ ３９．１９

中度敏感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１２２９８．６５ ３２．８０ １４０５１．７９ ３７．４８ １３１１１．４５ ３４．９７ １４１８４．９５ ３７．８４

重度敏感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９６５５．９１ ２５．７６ ９６０６．９５ ２５．６２ １１１９６．５５ ２９．８６ ９１８６．４９ ２４．５０

极度敏感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３９０７．３１ １０．４２ ３７４２．２１ ９．９８ ４６６２．１４ １２．４３ ２５８７．８３ ６．９０

２．３　 生态敏感性空间集聚特征

２．３．１　 生态敏感性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 ＧｅｏＤａ 软件对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综合生态敏感性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表 ２），综合生态敏感性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大于 ０，在空间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对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进行检

验，Ｐ 值均为 ０．００１，通过 ９９％的置信度检验，表明综合生态敏感性的空间自相关是显著的，具有相似综合生态

敏感性水平的区域相邻度高。 Ｚ 得分均大于 ２．５８，表示可拒绝零假设，表明研究区生态敏感性在空间分布上

呈正相关关系，存在空间集聚状态，随着时间变化，Ｚ 得分波动下降，表明生态敏感性空间集聚有逐渐减弱的

趋向，空间趋同性逐渐降低。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生态敏感性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统计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ｉｎｄｅ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指标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０．３２０ ０．２８２ ０．３０９ ０．２３７

Ｚ 统计量 ３４．１２４３ ３０．８７８４ ３２．５２８２ ２５．３６３５

Ｐ 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２　 生态敏感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ＬＩＳＡ 集聚图反映研究单元在空间上的具体分布情况，可以进一步探讨研究区生态敏感性格局形成的原

因。 在计算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的基础上进行空间聚类得到空间 ＬＩＳＡ 聚类图，在 ９９％的置信区间内，将生态

敏感性进一步划分为 ５ 种不同类型，即高高集聚区（Ｈ⁃Ｈ）、高低集聚区（Ｈ⁃Ｌ）、低高集聚区（Ｌ⁃Ｈ）、低低集聚

区（Ｌ⁃Ｌ）和不显著（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根据局部自相关分析，得到研究区 ３３１７ 个样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的综合生态敏感性局部自相关 ＬＩＳＡ 结果（图 ７）。

整体而言，流域生态敏感性在空间上呈连片连带式分布，具有明显的聚集性特征。 综合生态敏感低值区

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源头芦芽山、云中山区，中游太原盆地东侧太行山区以及南部太岳山区，下游临汾盆地东

西两侧的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形成低低集聚，低低聚集区主要与极度和重度敏感区相关。 低低聚集的网格数

量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２７ 个减少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６８ 个，生态敏感性低值集聚区面积的大幅度缩减，表明生态敏感性

高的区域在空间分布上不断减少，流域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综合生态敏感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流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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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生态敏感性 ＬＩＳＡ 聚类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ＬＩＳＡ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ＬＩＳＡ：空间联系的局部指标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游的太原盆地，形成高高集聚，高高聚集区主要与轻度敏感区相关。 高高、低低聚集的网格数量均在减少，表
明流域生态敏感性空间结构逐渐趋于离散化。
２．４　 生态敏感性圈层变化分析

分别将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综合生态敏感性分区与圈层矢量数据进行叠加（图 ８），得到各

类敏感性分区在不同圈层和方向上的分布。 从各圈层分布来看，２０００ 年重度、极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 ７—１２
圈层，２００５ 年主要分布在 ７—１３ 圈层，２０１０ 年主要分布在 ６—１３ 圈层，２０１８ 年主要分布在 ９—１３ 圈层。 重度、
极度敏感区主要分布的圈层范围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表明随着时间变化，重度、极度敏感区面积呈减

少趋势，研究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从各象限分布来看，不敏感区、轻度敏感区、中度敏感区集中分布在西北

和东北象限，重度敏感区与极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和东南象限。 结合圈层分布，可将西南象限 ９—１３ 圈

层的吕梁山区与东南象限 ９—１３ 圈层的太岳山区识别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区域，该类区域地形以山地

丘陵为主，充分体现了地形因素对流域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的影响。

图 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分区结果圈层叠加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ｉｒｃ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ｏｖｅｒｌａ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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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指标共线性检验

由于评价指标间可能会存在高度相关性，影响生态敏感性模型的稳定，因此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其进行共

线性状况检验［３１］。 一般情况下，当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１０ 和容许度（ＴＯＬ）＜０．１ 时，表明所选指标存在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 本文以 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各指标为参考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表 ３）：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指

数、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和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指数 ＴＯＬ 值远大于 ０．１，ＶＩＦ 值远小于 １０，说明并未出现变量冗

余，指标间共线性程度可忽略，因此具备构建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的合理性。

表 ３　 ２０１８ 年生态敏感性指标共线性诊断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２０１８

指标 Ｉｎｄｅｘ Ｐ ＴＯＬ ＶＩＦ

景观生态风险敏感性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０ ０．９１８ １．０８９

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０ ０．８７１ １．１４９

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指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４ １．２４３

　 　 ＴＯＬ：容忍度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ＶＩＦ：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３．２　 汾河流域生态敏感性演变动因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流域综合生态敏感性总体上呈现出好转趋势，尤其是流域的上、中游区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流域上游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该区是典型的山地丘陵区，地形地貌破碎复杂［１８］，年降水量达 ７００ ｍｍ 之多，水
土流失严重，因此受自然条件限制，上游生态系统存在先天脆弱性。 人类活动强度会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一

定的负面干扰影响，为追求经济发展，流域内大量增加耕地面积［３５］，加之不合理的资源开采等，致使原本已十

分敏感的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 伴随人类活动对生态干扰程度减弱，对其修复与保护能力增强，上游生态

环境逐渐好转，２０００ 年在实行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基础上大规模开展退耕还林还草建设。 大量坡耕地改

造为梯田，林草植被面积大幅增加［３６］。 加强对源头芦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保护，
为上游生态环境逐渐趋好奠定基础。 ２０１０ 年以来，有关部门在原有生态保护措施基础上，划定源头保护区、
依法关停河源保护区内的煤矿、兴水增绿、涵养水源等极大地促进流域上游生态环境好转，体现了生态本底与

人类活动之间相互协调的协同关系。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流域中游生态环境一直保持良好发展趋势。 中游以太原盆地为主，地形平坦开阔，在流水

冲积作用下河流两岸形成较为宽广的河漫滩，为经济社会良好发展提供了自然基础［１７］。 为促进流域可持续

发展，政府加强对湿地、防护林带、景观公园的建设，实施万家寨引黄工程向汾河流域调水，缓解了流域需水压

力，划分“太原西山煤炭综合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功能区”，以确保资源开发与生态修复并举。 良好的自

然本底与合理的人类活动相互增益，有序发展的协同关系，共同促进中游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流域下游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提高，但效果并不显著。 下游位于平原区，自然本底较好［３７］。

根据《汾河流域生态景观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水生态环境评价可知，为追求经济发展，河道沿岸大量生态

空间被破坏、侵占，导致动植物生存空间消失，物种贫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 流域下游蕴藏丰富的铝土矿、
铁矿、石膏以及金矿等资源，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富藏区，能源开采与环境保护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协调，
边治理边破坏的恶性循环，未能改善其生态敏感性。 下游生态保护工作相对滞后，良好生态基础与不合理的

人类活动之间此消彼长、无序混乱的权衡关系，使下游生态环境未能得到明显改善。
为进一步刻画自然本底与人类活动强度对研究区生态敏感性变化影响，选取 ２０００ 年归一化景观生态风

险敏感性值衡量流域生态本底，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单位面积 ＧＤＰ（表 ４）表征人类活动强度。 其中归一化景

观生态风险敏感性值大于 ０．５ 的格网分别占上中下游的 ７７％、４９％、２８％，表明流域上游生态基础最为薄弱，中
游次之，下游最好。 上中下游单位面积 ＧＤＰ 均值分别为 １１４．５２、１１６９．８２、６８６．０９，表明人类活动强度上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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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中游。 从综合生态敏感性时空变化结果来看，现阶段生态环境质量下游<上游<中游。 通过对上中下游自

然本底、人类活动强度以及生态敏感性结果的比较可知：上游生态本底较为脆弱，人类活动强度最小，生态承

载力与人类活动强度相适应。 中游生态基础较好，人类活动强度最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其生态环境仍能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充分说明该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提供正向促进作用。 下游是流域生态基础最好的区域，也
是生态最为敏感的区域，生态环境恶化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胁迫干扰较强，不合理的人

为活动给下游生态带来负面影响。

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汾河流域单位面积 ＧＤＰ ／ （万元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４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ＧＤＰ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上游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３７．８１ ８１．４４ １０５．２２ ２３３．６１

中游 Ｍｉｄｓｔｒｅａｍ １５０．４８ ６１２．６１ １３２６．４４ ２５８９．７７

下游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１５０．６９ ４８０．７７ ８２７．６９ １２８５．２１

汾河既是黄河第二大支流，也是黄土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段的众多支

流［３８］，发现此类流域存在以下共性问题：一是流域景观类型与地形地貌格局有关，景观类型结构对流域生态

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受黄土丘陵沟壑地貌、土壤、降水等自然因素和不合理的矿产开采、植被破坏等人为因素

共同作用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三是由于人类活动长期影响，部分动植物生存空间受到很大威胁，生物多样性

在不断减少。 因此，结合汾河流域上中下游生态敏感性演变动因和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段众多支流存在的共性

问题，可以认为汾河流域生态敏感性变化是生态本底与人类胁迫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本底决定流域的生态

环境与人类生存状况，而人类活动反过来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流域的生态环境，两者之间或协同或权衡的关系

共同推动流域生态敏感性发生变化，如何协调两者关系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４　 结论

本文对汾河流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生态敏感性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１）研究区重度、极度敏感区面积减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异与流域地形分布具有一

致性，综合生态敏感性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源头的芦芽山和云中山区，中、下游的太岳山区以及下

游的吕梁山区，生态敏感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游的汾河水库及其周边地区、中游的太原盆地和下游的

临汾盆地地区。
（２）研究区生态敏感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在空间上呈连片连带式分布，具有明显的聚集性特

征，随着高高、低低聚集网格数量的减少，生态敏感性空间结构逐渐趋于离散化。
（３）结合圈层分布，可将西南象限 ９—１３ 圈层的吕梁山区与东南象限 ９—１３ 圈层的太岳山区识别为流域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区域，该类区域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体现了流域生态敏感性受地形影响的空间分布

特征。
（４）研究区生态敏感性变化是生态本底与人类胁迫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本底决定流域的生态环境与人

类生存状况，而人类活动反过来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流域的生态环境。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对策：流域上游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生态系统保护的核心区。 加强水源涵

养林建设，以封育保护为主，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开展拦沙减沙、蓄水保土、沟道治理、水库河岸防护林建设

等水土保持工程。 治理私挖乱采煤炭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加强对芦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 流域中

游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应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湿地、河岸植被恢复等生态景观建设，优化景观结构布局。
依法关停破坏水资源、污染水环境及生态环境的产业。 利用“五水济汾”工程进行生态补水，控制用水增量，
退还被生产、生活挤占的河道生态用水，维持流域生态良性循环。 流域下游吕梁山区、太岳山区是水土流失较

为严重的区域，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耕地，修建梯田，增加植被覆盖率，多措并举治理水土流失。 在河道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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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退耕、还滩、还湿，建立华北落叶松、云杉物种等基因库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文在构建综合生态敏感性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圈层分析的方法揭示汾河流域生态敏

感性时空演变特征。 目前，对于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的选取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本文仅从景观生态风险敏

感性、水土流失敏感性、生物多样性敏感性方面构建指标，略显不足，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其准确性。 此外，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降水数据是通过空间插值获得，可能会对敏感性空间格局的精确性产生一定影响，在后续研究

中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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